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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20世纪 70年代海外学者陈世骧提出的

“中国抒情传统”在国内引起热议，其强化人们对中

国文学异质性认识的同时，也正如龚鹏程、李春青、

徐承、毛宣国、钱志熙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抒情

传统非单指个人情感之表达，而是“由言志、缘情、吟

咏情性乃至‘感于哀乐’‘感物兴思’等一系列范畴与

名言构成的”诗学体系，①“用西方抒情诗的概念和模

式来看待中国文学”，无疑脱离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

历史语境。②钱锺书曾提出中国固有的、西方没有的

“文评”具有“人化或生命化”的特征；③20世纪自朱自

清发表《诗言志辨》以来，“诗言志”与“诗缘情”并为

古典诗学两大纲领的格局基本得到公认。然而中国

诗学的元理论亟须重新审视，二元对峙的“诗言志”

“诗缘情”并不能统括中国诗学理论、批评史的整体

格局，性情之于中国诗学理论、批评史的“源”意义乃

在于此。李春青较早指出吟咏情性之“情性”是中国

古代诗学本体论概念，但又认为其仅止于魏晋迄唐

之间，④惟性情专指意涵始得正名。性情诗说从汉儒

《诗大序》提出、流衍于历朝历代各种体裁的诗论中，

并在中国诗学总结期的清代致获理论的闭环。严迪

昌、张健、朱则杰、李世英、蒋寅、钱志熙等学人相继

标示出性情是诗学的根本概念，⑤不过有关性情传统

的历史展开及其诗学批评史的贯通性阐释，尚有待

进一步深入阐明。言诗、论诗者或泥执于宗唐或祧

宋以及格调、声律等皮相之争，钱锺书《谈艺录》早

云：“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⑥囿于每一时代言性

情者的具体指涉不同，当前梳理概念历时性的意义

流变时，惟有兼顾共时性的言说语境，才能真正把握

诗学概念的全部内涵。

“吟咏情性”诗学批评中心话语的确立与理论

内涵

情性与性情，在诗学文献中大都是措辞上的变

化，并无意义上实质的区别。钟嵘《诗品》序中曰“至

乎吟咏情性”，明钞本尚作“性情”，后世诗家也多所

混用，其作为诗学理论的专门术语被诗家共认，非止

现代语汇的个人情感或修养而已。在儒家先秦文化

语境里，情性者，性相当于生、生命，“天命之谓性，率

性之谓道”，指天所赋人的生命本体，早期先秦典籍

中多指这一自然性特质，即“生而有者”“天之所

命”，如钱穆说“性命即是人生”；⑦情相对于性而被

提出，指人自然属性的原始情感，但又与社会属性

如仁、信、礼、义等道德伦理发生关联。目前“情”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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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最早见于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凡人虽有

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

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

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

者近情，终者近义。”⑧其中清晰地阐述了性、情的关

系。性(天性)包含着喜怒哀乐，类如《中庸》云“喜怒

哀乐之未发”，一旦发之于外便是情。陈鼓应说此篇

纵论性情，“如此畅然地阐发情，为先秦典籍中所仅

见”。⑨但若综合来看，《性自命出》在畅叙情的同时，

仍然以儒家由情说仁、缘情制礼的思想规约着情的

表达，“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由情到义，这个义就相

当于儒家说的礼，《性自命出》后文就说“礼作于情，

或兴之也”，以及“其性……而学或使之也……教使

然也”。总之，情的表达须符合礼的标准，由习礼而

引导复归人之本性，将性视为人之本性、本质，具有

唯善的特质。这一思想延伸出汉代吟咏诗歌抒发情

感、“吟咏情性”之说。

“吟咏情性”说首见于《诗大序》，承“诗言志”说

而来，又加入情的维度，提出性情说，情志一体。《诗

大序》一般认为由东汉卫宏综合各种《诗经》训诂批

评写定，其中道：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

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

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

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⑩

汉儒在对先秦诗教的演进历程进行“诗言志”理论总

结的同时又示后世以“风雅正变”观，提出对变风变

雅“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要

求。情性、性情遂被提炼为兼具个体之“情”与礼义

之“志”两重内涵的概念：“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核

心意蕴即“以礼节情”，情志一体。魏晋之际，王弼提

出“性其情”说，演变为中国古代哲学情性、心性论重

要命题，性情被释为“以性节情”之意，意谓以性来约

束情，情可得其中正。由此，先秦至汉儒“以礼节情”

到魏晋“以性节情”一直到朱熹“心统性情”的内在思

想脉络是一以贯之的，中心便是对性情、情性内部关

系的理解与阐释。而诗学领域中一以贯之的则是

“吟咏情性”的“以礼节情”说。

孔子诗教说是王道畅行时代的教化主张，侧重

于兴、观、群的群体诗学，未预王道下行时的谕示，然

而当采诗、观风俗的制度不复存在，怨恨诗学遂甚嚣

尘上。当王化下行时，下层人的负面情感——“怨”

失去了上层建筑节制，遂成为致乱之阶。而“去怨之

道，也是和谐之道、稳定之道”。坚守圣门教义的汉

儒该如何解决三代以后王道下行时的诗教空白？“王

者之迹熄而《诗》亡”，汉儒惟把对社会教化的目光由

上层转移至下层平民、庶人的自觉意识，由下而上贯

彻礼义精神——此即“吟咏情性”说有别于先秦单纯

“言志”范畴的汉代诗教新诠说。正是这一松动，调

动了个体势能的觉醒。艾略特在《传统和个人才能》

一文中说任何个人都无法越过传统或独立于传统之

外，他只能取灵于传统并成为传统的一分子，蒋寅说

它概括了文学乃至艺术的全部问题，这也就是性情

传统与后世诗学历史展开的关系。亦即当王道下

行，汉儒们有鉴于圣门诗教缺乏现实的土壤，遂悬置

了那个宏伟的政教理想——艺术理想是依托，对于

诗学核心问题的思考便由如何实现理想的艺术目标

转移到如何发挥个人才能上来——吟咏、抒发主体

之情。怀揣着恢复王道的思想，历代诗人无不自觉

地参与性情诗学中心话语的接续。自“吟咏情性”情

志一体论而后，共出现魏晋(诗缘情)、唐(情景交融)、
宋(性情之正)三次大的变迁，情、礼义并未一味僵化

而发生扩容，涵括了言志、缘情等个人、伦理和审美

三重情感的性情内涵始得充分阐释。

一变是魏晋时期“诗缘情”说，情内涵拓展，性情

向情之偏义靠拢。魏晋时期，在玄学包裹之下，“情

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个体情感始显张扬，陆机“诗缘

情”说诞生，情、志分离，对应着西方批评家艾布拉

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抒情转

向。清纪昀说：“《大序》一篇，确有授受；不比诸篇

小序，为经师递有加增。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

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

宗。……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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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

不诚已甚与！”明指“诗缘情”说的诞生正源于魏晋

人单方面接受“吟咏情性”情的一面，蔑视礼义。一

种沉溺于审美意义合目的性的新型诗歌创作随之蔚

然成风，诗歌作为抒发个人情性的载体，诗人在其中

“遂其性故称情”。弊端却是一者情感放失、竞为堕

落，如宫体诗；二者走向形式主义，“为文而造情”，如

齐梁体。客观说，魏晋六朝对于性情的最大改造便

是将个人情感从道德理性礼义中解放出来，情性的

内涵因而增加了抒情性、文学性的质素，主张“诗赋

欲丽”，讲究辞采，讲究个性、自然等文学性的内容。

二变是盛唐的“情景交融”，情景合一，情义两兼。陈

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齐

梁以来文之堕落正是它与儒学诗教分道扬镳的结

果。《诗大序》首次按文学类型划分风、雅、颂三体，曰

风雅、正声又正是性情说的内核，李白诗云大雅、正

声、“哀怨起骚人”即此。或云唐代文学灿烂辉煌在

于“文质合流”，然其深层真相乃是盛唐诗的空前开

拓切实承载了性情之文学性与诗教雅正的两面，诗

人主体真正做到了下移，不同身份之诗人真挚地抒

发各种情感、志意，谱尽了盛唐气象。陈伯海道：“唐

诗(以盛唐为代表)则综合汉魏与齐梁的成果，情景交

融，达到古代抒情诗的高峰。”而情、景之论与性情

之实现密切相关，清初吴乔云：“诗以道性情，无所谓

景也。《三百篇》中之兴‘关关雎鸠’等，有似乎景，后

人因以成烟云月露之词，景遂与情并言，而兴义以

微。然唐诗犹自有兴，宋诗鲜焉。明之瞎盛唐，景尚

不成，何况于兴？”即是说景渗于情中，本诸性情的

诗由于“兴”表现手段的介入，情景因兴而能合一，因

兴故能道性情。后来刘熙载便这样解释“性情之正”

与情景合一的关系：“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

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兴

是盛唐诗美学境界达成的途径，情景交融则正是情

义话语的美学实现。三变是宋代的“性情之正”说，

礼义外化为人格修养。在宋代诗学批评史上，出现

了影响后世深远的两种说法，一个是严羽提出以盛

唐诗为“吟咏性情”典范说，一个就是朱熹阐释《诗

经》时的“诗本性情”“得性情之正”说。“性情之正”说

首见于二程对礼的推崇，“礼乐只在进反之间，便得

性情之正”，朱熹将之引入诗学批评，提出“诗本性

情”“得性情之正”等说，崇扬个人道德修养的性情主

义遂充斥时流。诗成为人格的再现。此刻，孔子和

苏格拉底关于文艺反映现实的标准发生互文，“净

化”说与“思无邪”“性情之正”说中西呼应。

文学运动的过程有似乎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

鲁姆说的“创造性误读”，在诗教的影响焦虑下诗家

对性情的理解出现各种背反，又在误读中充满创造

性的升华。综上，“吟咏情性”自汉儒《诗大序》提出，

到魏晋时“诗缘情”说出扩充情之内涵，到唐时情景

交融、情性兼具的诗学实践达成，再到南宋一边通过

朱熹对性之礼义内涵扩及人格，一边通过严羽确立

性情诗学典范的理论，性情诗学中心话语最终完成

了整体内涵的阐释理想：一秉道德伦理之礼义(兴观

群怨)，二具自然高尚的个人情感(个体情感规约)，三
兼比兴蕴藉、情景合一的文学标格(审美情感)——集

言志、缘情、情景合一三重内涵的性情意蕴得以凝

成，唐宋以后所论概不出此三者义涵。此时再来审

视严羽宣示盛唐诗才是“向上一路”之“吟咏情性”

诗典范说，从诗歌创作与欣赏角度而言，主体的审

美感受未必趋于一种，但是站在诗歌发展史的高度

审视之，严羽实是对诗学走向做了一个“最上乘”

“具正法眼”“第一义”的评断。然而，以禅论诗直探

本原的严羽诗论于后世屡遭批评，“招钝吟之纠谬，

起渔洋之误解”，实则严羽不过正好是那个通过

“妙悟”理清了盛唐诗与“吟咏情性”传统之间内在

诗学逻辑关联的人罢了。此后元明两代“举世宗唐”

“真情说”便由此而来，性情的两面勾连起诗学史的

诸般起伏。

性情内转与清初诗学唐宋之争的消解

清初诗人有鉴于晚明人宗盛唐却陷入模拟剽

窃，崇真情却陷入一己之私欲，在易代的刺激下着手

对前代诗学命题逐个检视，重构诗学正道。“吟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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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传统再次被拉回当下，言诗必侈谈性情，出发点

多是讨伐明诗模仿之弊，康熙十五年 (1676)朱彝尊

道：“三十年来，海内谈诗者，每过于规仿古人，又或

随声逐影，趋当世之好，于是己之性情汩焉不出。”

性情意涵遂被框架于“主体一己个性”之内，“崇真”

反被简单化为抒发主体之真情。同样地，当今学界

也多认为清人欲借性情祭出诗教大旗，纠有明一代

诗学之弊，在面对性情概念时同样简单释为“陶养

性情”，这种情况在清初已有人察觉，如冯班说：

“黠者起而攻之以性情之说，学不通经，人品污下，

其所言者皆里巷之语。”论者虽以性情立论却并不

知根柢。叶燮《原诗·外篇》也道：“‘作诗者在抒写

性情’。此语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尽夫人

能然之者矣。”要之，囿于性情核心元理论源于诗

教又有超出之上的美学标准，其不仅有主体情感的

要求，还有着对诗教伦理、诗美本质的共同诉求。

清初诗人重祭“吟咏性情”传统时除了有抹倒七子

“宗盛唐”之意外，还有对诗道原始文学本体批评的

诉求，这一脉的性情批评转折，恰是基于对文学自

身规律的反省自觉，代表着对时代主流的检讨，尤

为清晰地体现在紧接着“崇真”大讨论之后出现的

唐、宋诗之争上。

诗分唐宋的学术史纷争自宋以后几百年延绵不

绝，齐治平、王水照等学者有过详细梳理，张晖曾以

黄宗羲、钱澄之等性情诗论调和二说，却仍视性情为

个人修养之意。一定意义上说，唐宋诗之争真正成

为一个诗学焦点乃是在明代，如袁枚道：“唐、宋分界

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貌

似偏激，实则是具法眼。宗唐黜宋，这是明中后叶诗

学史的一个整体状况。入清未艾，诸多诬蔑纷纷集

矢于七子，反向推崇宋诗。钱谦益开清初提倡宋诗

风气之先，从康熙十年(1671)吴之振《宋诗钞》刊刻至

康熙三十七年(1698)沈德潜投入叶燮门下时“家石湖

而户放翁”，宋诗热风行二十余年。回顾历史，康熙

三十五年(1696)宋荦《南斋诗集序》道：“迩来称诗者

往往尊宋黜唐，夫宋诗未尝不佳，第言唐以及宋则

可，尊宋而黜唐则不可。”似已回到调和、折衷的立

场上。或以宋荦是折衷派的首推代表，“唐宋诗之争

的实质就是从写作角度出发来判断宋诗宜不宜学，

而折衷派的意见代表着最理智的态度”，然而宋荦

的态度也绝非简单的写作策略问题，其《漫堂说诗》

(定稿于康熙三十七年)道：“诗者性情之所发。三百

篇、离骚尚已。汉、魏高古，不可骤学；元嘉、永明以

后，绮丽是尚，大雅寝衰；独唐人诸体咸备，铿訇轩

昂，为风雅极致。”推溯正始，独标唐人为风雅职志，

仍是叩问诗道本质。一如周裕锴澄清严羽推尊盛唐

之“妙悟”也即“第一义之悟是指对诗歌原初本质的

理解”。事实上早在宋诗热过了十年左右，清初一

批诗人已从这第一义之诗道本质断此公案。康熙十

八年(1679)己未夏博学宏词科期间，顾景星为邵长蘅

作《簏稿诗序》云“今海内称诗家，数年以前争趋温

李、致光，近又争称宋诗”，“二者皆诗之弊也，然且一

倡群和，黠者争改辙而驰之”。纳兰容若在康熙二

十年(1681)所作《原诗》也道：“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

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

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有客问

诗于予者曰：‘学唐优乎，学宋优乎？’予曰：‘子无问

唐也宋也，亦问子之诗安在耳。’《书》曰：‘诗言志。’

虞挚曰：‘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此为诗之本也。未

闻有临摹仿效之习也。”早已回归性情本体评断这

一纷争，却常被人轻忽。同时辈的诗人中，纳兰容若

还提到钱澄之：“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

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

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

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

诗之理也。”钱澄之现身说法，也并非一般认为的

“强调个性，不主故常”，而是如其《汪异三诗引》所

道同样着眼于风雅传统之性情实现：“自风雅道衰，

人争以词华、声律为诗。十数年来，一二人起而辟

之，而学者始知有性情之事，近且宗法宋人。夫宋诗

非无性情，吾怪其言之意尽而语实，其纤者或近于

词，均失风雅之义也。谓之风雅，不事词华，而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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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不求声律，而声律自工；并不言性情，而性情自

见。”以《诗经》风雅传统诗学品格决之且强调主体

真情感，即是将兼情、礼义的道德伦理、哲学审美双

重情感的唐诗价值再得呈现。钱锺书说钱澄之诗艺

“识力在并世同宗牧斋之上”，真相或许正在此，并

在创作上取胜同侪。明亡二十年后，钱澄之入闽作

《延平感怀》组诗，如其二曰：“冠盖昔全盛，经过祇独

嗟。府前官下马，山顶吏开衙。遗事删天宝，名流散

永嘉。暗寻侨寓处，错认几人家。”盛衰之感，黍离

之悲，都寓其中，隐有杜诗“忆昔开元全盛日”而今

“洛阳宫殿烧焚尽”的味道。被萧穆评为“无意求工，

而声调流美”，“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

此外，黄宗羲《张心友诗序》也道：“诗不当以时

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

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宋诗好在于能

“变化于唐”，即连反感宗唐之风偏袒宋诗的叶燮也

道“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意即

唐、宋二分恰是由人为造成的横生对立，导致的结果

便是对诗道本质元概念的偏离，叶燮也早于清中叶

诸家跳出了此间纷争。

剖视诸人性情批评意涵，旨在重溯传统道德礼

义法则，规范情感风雅传统，重提情义兼胜，更趋于

向内转，亦即批评理论上对于个体情感、性灵抒发的

要求被规范于诗教伦理、风雅传统之内的“不逾矩”；

具体操作上祛魅七子诗学又重整七子诗学，在检讨

“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反对径分唐、宋的表述中重

新对唐音定义、再阐释，也即认同唐诗的神韵、格调

诗学，反思宋诗学的理趣、意义，透过折中唐、宋重新

强调文学性、抒情性。这一向诗学本体论回溯的趋

向，实可与当代中国文学界在理论批评中强调“文学

是人学”“文学主体性”而重提人的心灵学、性格学、

精神主体学“向内转”之意互参互文。亦即，在明亡

清兴主流诗人极力反驳明七子诗学、转而宗宋的浪

潮下，另一批人则已跨过崇“真”之纠驳及时地重回

严羽、高棅乃至七子的诗学本体论主张，诸多貌似折

衷实则重振唐音的性情批评，比之入清后通过否定

七子诗学进而否定唐音的政治话语，已是回到文学

立场本身对诗道本质作检讨的诗学话语，王士禛“神

韵”说遂在此情境下酝酿。回到唐宋诗之争分野的

明代现场，明中叶之后，七子崇唐黜宋宣示着对“诗

道性情”第一义的坚从，若不是在创作上难开局面影

响到诗学的合法性，七子诗学“识”之高还是不容否

认的。经过清初的沉淀，至沈德潜就明确反对钱谦

益以门户之见诋毁李、何：

李献吉雄浑悲壮，鼓荡飞扬，何仲默秀朗俊逸，

回翔驰骤。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骎骎乎一代

之盛矣。钱牧斋信口掎摭，谓其“摹拟剽贼，同于婴

儿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此为门户起

见，后人勿矮人看场可也。

也正如钱锺书虽批评竟陵派诗多不成句，“然以说

诗论，则钟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盖

钟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

一概抹杀言之”。换言之，诗学与诗歌创作是两码

事，七子望见诗道(宗唐)但不一定创作好诗，实未可

厚非。

性情之正与清初诗学“风雅正变”观的解构

崇唐抑宋时或跟“伸正诎变”正变思想相关，正

风正雅是治世之音，变风变雅乃是乱世、亡国之音，

诗风正变观自《诗大序》以来便主导着后世诗学的价

值评判标准。从郑玄《诗谱序》到唐代孔颖达注疏

等，后人多承此说。朱自清《正变》一文分正变为“风

雅正变”与“诗体正变”两种类型，可谓的论。中国

诗学至清初出现了理论总结的风潮，当今学界自黄

葆真以降，如张少康、刘三富等批评史专著多评价叶

燮《原诗》为除《文心雕龙》之外最完整、系统的理论

批评著作。此外，一般还认为是到了叶燮这里才突

破了正变秩序。事实上，对于诗学“正变”的态度，

《原诗》中提及凡五处，《内篇》开篇曰：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

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

余年间……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

循环；……于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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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说。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

不三叹于风雅之日衰也！

这是其叙事元始，代表叶燮对诗学的基本认知：诗学

源于《诗经》衍为后世各代诗学，这是一个盛衰因变，

相续相禅，“互为循环”的历史过程。其又云：“且夫

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

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

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

源也。”核心在于，诗风正变可以不与时代同步，有

时政兴而诗变，有时政衰而诗正。叶燮这一论述消

解了正变论诗的价值判断，否定了汉儒以来的风雅

正变观。当代学人多以“文学发展论”盛赞之，如黄

葆真说“这种文学史观是肯定发展变化的”，张少康

说“他很正确地看到了‘文运’不同于‘世运”’，然

而，诸学者最终仍以“历史循环论”断之。缘于叶燮

的观点虽主变、承认变的合法性，但仍维护正的恒定

性即儒家之道。此后，蒋寅析出叶燮诗论“正变消褪

价值判断色彩而成为中性概念”，叶燮诗学当是一

个“踵事增华”的历史进化论。这一评价无疑对20世
纪庸俗社会学的批评范式予以有力反驳。但仍须叩

问的是，按朱自清的二分法以及后来陈伯海以此划

分的“风雅正变”与“质文代变”“诗体正变”，叶燮言

说正变的背后语境究竟是就诗歌本质言之(风雅正

变)，还是仅就诗体源流演替(诗体正变)而言呢？若

是后者，进化论之说自然贴服，若是前者，或许循环

论反而是最终真相。

叶燮言说的正变并不能被视为一种中性概念，

正是“风雅正变”论，其所谓“正变系乎时”意即世代

虽有盛衰递转，但处在衰世的变风变雅如果精神内

涵不失其正，依然是正。那么诗学演进史就是一个

“正一变一正”的历史循环过程。这是由主导正变的

元理论“吟咏情性”所致，循环论的中心话语即是性

情。以此为基点，正变与否便与性情之道德、诗美双

重理想能否达成相关。诗教话语一代有一代之性情

表征，所以叶燮说：“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

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

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

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囿

于历史的局限，叶燮的主变论当然是有限度的，是他

将正变盛衰与诗之本“源”绾合，意即性情之理想或

追求恒在，诗之本源无时无地都未曾“衰”，千年诗学

“以变体为主”的文学发展史也生生不息。“有盛无

衰”实则指诗学本体论形而上的内在原理，与“诗体

正变”无涉。所以叶燮诗学更多的是对前人理论的

系统阐述和总结发挥，精辟独到的创见很少，叶燮

诗学始终在“反其本”，站在本质的立场宗祧诗道性

情大传统，只是在反对明七子诗学一味“伸正诎变”

小传统之际对“变”的内涵产生了冲击。然而学界关

于叶燮对于正变的认识，受以上学者影响大多认为

他突破了传统正变视野而非“崇正斥变”，实则混淆

了诗歌正变两种类型。站在性情的本体立场对风雅

正变与时代的关系作出深刻检讨、突破，清初遗民诗

人群体早已有先声。

对诗歌“风雅正变”的区分，在创作论上有一个

明晰的界限即是否带“怨以怒”的性质。叶燮论“‘温

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所以孔子论诗

也不排斥怨怒之作如《巷伯》篇。自孔子以来，前人

对《诗经》篇目正变的取舍标准也就是《诗大序》以

“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来作的区分。

汉以来怨与刺合流，怨成了怨刺、美刺，反为尊者讳

了。清初世乱之际，诗人们从创作论上一举突破了

“性情之正”的正变理论内涵。他们从《诗经》主体身

份不同的创作经验展开对“怨”情的还原和祛魅，一

方面正视负面之情感，不对怨、怒作“止怒”“去怨”的

导向，一方面将负面的怨且怒与诗教平视。黄宗羲

《黄孚先诗序》便道：“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古

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

子之事其亲，思妇劳人，结不可解，即风云月露、草木

虫鱼，无一非真意之流通。……由此论之，今人之

诗，非不出于性情也，以无性情之可出也。”其《姜友

棠诗序》也说：“盖三百篇大抵出于放臣、怨女、怀沙、

恤纬之口，直达其悲壮怨谲之气，初未尝有古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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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存于胸中……不知昔人之所以上下于千古者，用

以自冶其性情，非用以取法于章句也。”意即性情是

可以包蕴温柔和平之外的其他情感如哭、怨及怒的，

以是突破了诗教规则。顾炎武《日知录》“直言”条也

道：“《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

而不讳者。”“诗可以怨”迎来内涵新变。明亡清兴，

山河破碎，有志之士很难做到心如止水，他们以诗为

剑，记载残篇，钱澄之《叶井叔诗序》更说“激烈”之情

才是符合诗教之性情：

而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

非也，本诸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诽而不乱。”吾

尝取《小雅》诵之，亦何尝不激乎？讥尹氏者旁连

姻娅，刺黄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蜮，巷伯

欲畀诸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行，

可谓极意訽厉，而犹曰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

怒”，吾不信也。……情之发也无端，其曰止诸礼

义者，惧其荡而入于邪也。若夫本诸忠爱孝友以

为情，此礼义之情也，性情也。性情惟恐其不至，可

谓宜得半而止乎？

皆旨在为诗之怨、怒、愤的情感内涵正名。此外，吴

乔还从情景关系上推阐：“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物

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唐诗能

融景人情，寄情于景”，“诗不越乎哀乐，境顺则情乐，

境逆则情哀。”哀乐相和，随境而发。在清初一众阐

发下，变风变雅不但不是正的对立面，反是正、雅正

的真正体现途径，也才是真正的“温柔敦厚”，哀、怨、

怒愤所谓变作遂有了雅正之正宗地位。按此，黄宗

羲《陈苇庵年伯诗序》的表述堪为这一正变观的理论

结穴：“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然则

正变云者，亦言其时耳，初不关于作诗者之有优劣

也。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

正之有？”“哀而非私”，哀、怨之情都不再是个人的

私情，故能得其正。这就是《诗大序》风雅正变论诗

以来最大的变奏。将怨而怒的诗纳人性情范畴，清

人由是突破了“温柔敦厚”原教旨法则，客观上解构

了诗教，反过来又为诗教的现代性铺平前路。

于是，在清初诗学背景下，杜诗中的噍杀之音也

能得此“正”了。如遗民多推杜诗得性情之正，朱鹤

龄道：“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未有如子美

者，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论者云遗民性情

诗论已“上升至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质言

之，清人眼中杜甫的“性情之正”已不仅是忠孝之心

了，讲性情涵养、性情之正，隐含话语即民族气节之

论。长洲遗民陈济生选《启祯遗诗》主张“人以节义

为主”，吴甡序云“况诗以言志，歌咏性情者乎？……

以是知天下讴吟思汉之心，祖宗三百年养士之报”。

叶襄序云，“或曰孔子删诗不废郑卫、小戎、无衣之

作，列于国风，令必择人而后诗，诗之道将隘欤”。

由性情而气节，不拒杀伐之音，这比明代主流诗坛台

阁体诗人极力推赏杜诗“得性情之正”的理学倾向而

最终导致“诗歌创作的选择空间被大大地缩小，那种

张扬个性色彩或包含社会批评意味的诗作被严厉地

限制或排斥”，无疑向前推进了关键性的一步。以

此理解黄宗羲“万古之性情”的诗学现代性意涵自

然就清晰得多了。这也让人们留意到，后来康熙本

人有意将“宗师杜甫”“性情之正”的诠释权重收手

中，规范于“极缠绵悱恻之思，皆忠厚和平之意”之

内，其急欲消解汉遗民反抗心理的政治意图已十分

昭然了。

性情两面与清初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

诗划分的理论终结

诗学宗唐主宋的论争之下，还延伸出诗学史上

三个诗学批评概念诗人之诗、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的划分。一旦回到概念提出的历史语境，南宋之

后，诗论家这一划分的动机并非仅仅缘于三种文学

类型的区别，而以“诗本性情”的理论原点视之，三个

批评概念的提出与价值高下正缘于性情诗学元理论

的存在与规约，性情两面落入后人的阐释语境遂导

致一种观念裂分为三的话语表征，背后实则存在一

个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

诗人之诗、文人之诗与才人之诗命题的提出是

有一个时间先后顺序的，最早将“诗人之诗”与“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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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诗”并置论列，见于两宋之际的李复《与侯谟秀

才》，指出杜甫、韩愈各为二者典范。南宋后期，刘

克庄《何谦诗序》提出了自《诗经》以来诗歌有“风人

之诗”与“文人之诗”两种类型，对文人之诗有所轻

视，引起宋元之际刘辰翁的反对，其《赵仲仁诗序》

曰：“后村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味其言外，似

多有所不满，而不知其所乏适在此也。”文人之诗、

诗人之诗，就在诗家展开具体的诗学批评时，进入了

诗学批评话语中。

诗人、文人有别，正是诗、文两种文体差别的辨

析。早在汉代扬雄谈文赋类型时便有“诗人之赋丽

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论，挚虞《文章流别志论》

有过相应“注解”：“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

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古诗之赋(指诗人

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 (辞人之

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诗人之赋”以情义

为主，反之则非，批评的核心话语就是情义——诗学

语境中“吟咏情性”情、礼义两端。文体有别的思想

在出现之初就烙印着深刻的价值导向。明确提出

“诗文各有体”的是北宋黄庭坚：“诗文各有体，韩以

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继曰：“退之

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

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虽汲汲于体制的规范，实则

是引文体有别的批评话语来追溯“以文为诗”的始作

俑者，表达对江西诗学的不满。可见古人对于“尊

体”与“破体”的态度，并不能单纯从文学立场探究文

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评价其对错，背后暗含着一套先

见的诗学政治话语。

李复对“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概念的提出并

以韩、杜各为典范，正是对黄庭坚、陈师道诗论的因

袭。考察这一组对举概念的提出，除去李复、张景阳

二人是北宋人，刘克庄、刘辰翁、何梦桂都是南宋人，

暗合了“宋调”至南宋便出现危机的真相。彼时严羽

便从理论的高度批评近代诸公以文字、才学、议论为

诗，葛兆光说“‘以文为诗’其实已经触及 (宋诗)要
害”，而“文字”“才学”“议论”三个诗学批评概念，正

是宋调“文人之诗”的理论内涵，此后不断出现在诗

学批评中。一如严羽站在以吟咏情性的盛唐诗为典

范的立场上提出这三个反面概念，李复、刘克庄、刘

辰翁在谈到“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区别时也持

有明确的理论标准：“诗本性情。”试看李复《与侯谟

秀才》有三则，第一则谈到对杜诗的态度，李复说杜

诗是诗史，“若欲解释其意，须以礼义为本，盖子美深

于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至于陶冶性灵，留连光景

之作，亦非若寻常之所谓诗人者”。这段话已经宣

示了性情之本的理论主张，杜诗之所以为典范，正是

兼具礼义、情两面。第二则末尾又说“若以一联，诗

意多如此，知止于礼义也”，李复对“诗人之诗”的定

义就是杜诗。再看刘克庄的划分语境：“余尝谓以情

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

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在此价值评判标准之

下，“风人之诗”就是性情诗的正宗，“文人之诗”自然

就要被打入另册。性情传统的理论身影无时不在，

诗论家并非是对文人、文字(句法格律)、才学有偏见，

而是对诗道原则第一义的维护与坚持。刘辰翁批评

刘克庄，反不如何梦桂《洪百照诗集序》中友人语为

并世知音：“友曰：‘不然。诗患不到好处。诗到好

处，又奚文人、诗人之辨哉？’此语真诗家阳秋也。”

诗的好坏不在诗人类型，乃在诗之本体精神能否审

美地实现。总之，“文人之诗”由于偏离了情为主，反

引事料之佐为主，成为这个时期诗论家批评的对象，

“诗人之诗”“风人之诗”自是性情诗的典范。南宋一

直到元代，涉及这一批评概念的还有元人盛如梓，在

相关表述中，“学者之诗”替代了“文人之诗”，“学者”

相比“文人”进一步贴近“文字”“才学”“议论”三个诗

学批评话语内涵，并向清代考据学兴盛时流行的“学

人”话语迈进。明代对“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

比较渐多，实跟有明一代力主盛唐鄙弃宋诗有关。

公安后劲江盈科《雪涛诗评》“诗文才别”道：“从古以

来，诗有诗人，文有文人。譬如斫琴者不能制笛，刻

玉者不能镂金，专擅则独诣，双骛则两废……天才如

苏长公，而其诗独七言古，不失唐格；若七言律绝，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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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议论典故为诗，所谓文人之诗，非诗人之诗也。”

同样不出严羽对苏、黄诸公的评价。孙承恩《书朱文

公感兴诗后》曰：“诗自三百篇后，有儒者、诗人之分。

儒者之诗，主于明理，诗人之诗，专于适情，然世之人

多右彼而抑此。”此时“文人之诗”一变为“学者之

诗”再变为“儒者之诗”，名异实同，内涵都落在非抒

情性、文学性的道学、主理的另一端。而对“诗人之

诗”的理解，仍然迹近性情的本义，如明魏骥《讲余集

序》曰：“夫诗人之诗，贵平易而不贵奇怪，必在本之

以性情，充之以问学，发之以士气，扩之以思致，此之

谓诗。”学问并不妨碍“诗人之诗”的性情发摅，但一

味逞学主理，必然妨碍到性情。

因明代学术上的偏失，入清文人对严羽至明以

来专主盛唐之风猛烈抨击，“诗人之诗”的批评话语

也备受质疑。清初诗家虽然也言必称性情，但已不

再视文人、儒者、学者身份入诗的“以才学为诗”为障

碍，提出由学问、读书而致性情，从而挽救晚明学术

的空疏。这也类似宋代不乏有人对唐诗反感与批评

的心理，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唐诗范式意义中

“理”的缺席产生失望。清人面对明诗亦复如此。关

于“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态度，钱谦益《顾麟士

诗集序》中说：“余惟世之论诗者，知有诗人之诗，而

不知有儒者之诗。……炎汉以降，韦孟之《讽谏》，束

广微之《补亡》，皆所谓儒者之诗也。”首次将沉酣六

经的“儒者之诗”凌驾于“诗人之诗”之上，论证前者

才是性情诗的典范。无独有偶，略晚的黄宗羲在康

熙八年(1669)《后苇碧轩诗序》中道：“古来论诗有二，

有文人之诗，有诗人之诗。文人由学力所成，诗人从

煅炼而得。”同样对“文人之诗”持肯定态度，肯定学

力、学问之于诗道的作用。李颙《三冬纪游弁言》也

道：“诗于士虽非急务，要亦在所不废也。然有学者

之诗，有诗人之诗：养深蓄厚，发于自然，吟咏性情，

而无累乎性情，此学者之诗也；雕句琢字，篇章是工，

疲精役虑，而反有以累乎性情，此诗人之诗也。”李
颙从性情标准推高“学者之诗”，指既能“养深蓄厚”

又能“发乎自然”的作品，而将那些“雕句琢字”的作

品视为“诗人之诗”——这在宋人的语境里本应是属

于“以文字为诗”的文人之诗，可见清初人对于学问

的抬扬饱含着深刻的自责，对特定语境下“诗人”之

鄙薄暗含着对晚明空谈性灵、束书不观的厌弃。这

种学术心态反映到诗学批评上即希望以学问作为辅

助滋养性情最终完成诗学乃至人格的救赎。怀着这

样一种时代共情，遗民钱澄之《说诗示石生汉昭赵生

又彬》道：“夫诗人之诗，何尝不以才为之？学为之？

而决为诗人，非才人、学人之所可为。此其故，固今

时称诗者所不能解也。”不但学问、才情，都可成为

达成真诗的条件，亦即诗歌类型正不必强分为三。

但是清代中叶之后，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考据学

的发达最终促使“学人之诗”凌迈其余成为清代诗学

批评话语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才人之诗”概念与“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同时

出现，最早见于明代赵宦光《弹雅》，到清代诗论家

进一步揭示三个批评概念的理论内涵。李金松指

出，三个批评概念至雍、乾时基本完成理论的阐释，

并在近代陈衍等诗论家那里出现“学人之言与诗人

之言合”的“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

与怀抱相发越”主张，也是“学人之诗的理论结穴”，

此说代表了学界的一般主张。然则陈衍等人径将学

问与性情并置在同一层极“性情与学力的融合”，仍

视性情为“先天纯真的人性”之单一面，着实模糊了

性情凌驾于包括学问、才情、文字、议论、理趣、性灵

所有诗学批评话语在内之上的元理论地位。事实

上，内蕴于“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批

评话语之下的学问、才气与性情的关系在清初也

已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张笃庆引严羽“诗有别才”

说道：“此得于先天者，才性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此得于后天者，

学力也。非才无以广学，非学无以运才，两者均不可

废，有才而无学，是绝代佳人唱《莲花落》也；有学而

无才，是长安乞儿着宫锦袍也。”指出才情(才性)、学
问(学力)不可偏废，这就不但揭开了清初由宗唐而

“改辙宋元”不过是流于皮相的认知，更再次提醒才

情、学问之上有“吟咏情性”在焉的事实，叶燮才、胆、

识、力的提出即由此而来。学问与才情两者的结合

恰是唐宋诗二者的优长，而二者头上始终又悬着一

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惟性情是透过问学激发才情

上限所能到达的彼岸——那个历代诗人“悬置的理

想”。由“道问学”终抵“尊德性”。此故，康熙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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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景州诗集序》宣告“诗人之诗”应如是：“诗人

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

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

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

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景州之诗，咽噱

于冷汰，缠绵于绮靡，江滨山畔，至今性情恍然犹在，

其斯谓之诗人之诗乎？”早在清初，诗论家已由性情

入手正式为“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的异

同在诗学批评、诗歌一般原理上作出了理论的总结

与内涵的阐释。

结语

抽丝剥茧之后，清初诗人较为清晰地体认到了

宗唐与性情的内在联系，顾炎武、朱彝尊、李因笃、王

士禛等几乎都有学唐亦学宋的经历，可最终都“栖息

七子诗学之下而以盛唐圆润之音为宗”，清初人对

于性情元理论所要求的至高理想标准有三维：一蕴

含诗教道德伦理之旨(兴观群和怨刺)，二有情真自然

的个人情感，三有比兴蕴藉、情景合一的文学审美标

格(或境界)，终有了异常清醒的认知。到乾隆间袁枚

“性灵说”已是对性情之情与礼义两面的最后一次反

省。此后的清诗在乾嘉学术的影响下渐向宋诗一脉

倾斜，才情需要靠学问来滋养几成共识，连带着对

“诗道性情”的理解也落入靠人品、学问来支撑的境

地，清人对“学人之诗”的提倡以是成为清中叶之后

的整体风尚。本质上，清人关于诗人之诗、学人之

诗、才人之诗的划分仍以性情为标杆各取一义，根源

仍在对诗道、诗教传统不坠宗风的维系，对诗人赤子

之心的追寻。后果却是一方面消弭了唐宋诗之争的

无谓喧嚷，一方面也解构了性情传统的本义，诗道正

宗只剩下“学人之诗”一途了，那么学问遂凌驾于性

情之上深深压迫着性情的阐释空间。萧华荣对清代

诗学有一段总结：“清代诗学思想的主流是反明、远

唐、近宋。清代的文化思想与时代精神其实与宋大

不相同，但宋诗的几个特点引起他们的共鸣……因

此，清诗始终‘祧唐祢宋’，并出现了‘宋诗派’‘宋诗

运动’‘同光体’。”实际上这段评价只适用于清中叶

特别是乾嘉之后的诗坛全貌，尤其忽略了清初诗学

貌似反明、远唐、近宋背后实则以唐律宋、由宋趋唐、

以唐为性情正宗的内在逻辑。诗学与经学的千年交

织尤以性情为纽带在清初得到了一次全面探讨，随

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诗教所依托的现实土

壤不在，“诗人之诗”最终也消融于天地之间，后人眼

中的诗学之争似乎只是宗唐或主宋的假象，对诗学

原理“诗之道”的诠释即使花再多功夫也只能是“可

怜无补费精神”。

中国诗学的内在发展理路，本质上是对儒家圣

门心法不断体悟、阐释的过程，而这个契机就是对汉

儒《诗大序》以来的性情本体诗论的理解、阐释乃至

解构、消解的过程。至晚清王闿运道：“古之诗以正

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

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本诸诗教的性情已

落入个人情愫的狭隘理解，可见愈到后世，愈失本

义。至海外学人论中国抒情传统，亦仅止着眼于现

代意义上的言情内涵，完全忽视了诗学言情传统中

性、情不分乃至情受性节制等专指意味，于抒情语源

先自隔了一层。想必这又跟 20世纪朱自清《诗言志

辨》以来凸显“诗言志”一脉有关。要之，诗学脱胎于

诗教，在诗教的严格影响下，诗学不断逃逸却又屡屡

回望，儒家诗教观念的变迁体现于诗道上，乃是由关

注儒家诗教的风化功能下移至诗人个体情感的调

动、摅发由此迹近文学本质的内在发展过程。诗教

在先秦即“温柔敦厚”，在汉儒以来即“吟咏情性”，在

对个人情感之性情的节制中，诗家重新以礼义之性

情原教旨来规范诗道，适时矫正了个人情感“自性”

侈放、有违道德中和的一面，诗教、性情对于诗歌抒

发个体情感的平和雅正的合法性、审美性的成立由

此具有了本质规定性的作用。一如汉儒以来性情之

说虽经历了诸多“创造性误读”但始终能自“反其

本”，今古对话。此故，儒家诗教对于诗美而言不止

是束缚者，还是合作者，在成就诗美的道路上，儒家

诗教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消隐而不是消失于诗美

的底色里，永远地融为诗美的一部分。

注释：

①钱志熙：《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

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②毛宣国：《“缘情”和“性情”——中国诗学“情”之内涵探

讨》，《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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